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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上书 # 的行动逻辑

黄金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所, 北京 100720)

摘 ∃ 要: 近 10年来以提出合法性审查建议为特色的 ∀公益上书# 已经成为公民社会推动国家法制改

革的一种重要公益法行动。由于很多 ∀上书# 涉及宪法权利等重大问题并且是以一种向社会公开的方式进

行的, 因此这种法律行动很容易被政治化。这种状况使得负有合法性审查职权的中央国家机关在建立对建

议人的回应机制方面持非常消极的态度; 这种消极态度反过来又促使提出合法性审查建议的公民和组织更

加依赖媒体表现 ∀上书# 的价值。但这并不是中国 ∀公益上书# 与合法性审查制度的全部, 某些地方合法

性审查机关在建立回应机制方面的实践让我们看到, 在解除政治魔咒的情况下, 我国合法性审查制度完全

可以开创出一个国家机关和公民良性互动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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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上书# 一词并不是法律语言, 它只是媒体和公众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有关国家机关

和领导人提出意见和建议行为的一种通俗表达。在法律领域, 有时它宽泛地指人们向有关国家机关提

出包括合法性审查建议和立法建议在内的所有法律意见的行为, 但本文主要在其最狭义的意义上使用

公益上书一词, 它主要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规范性法律文件合法性审查

建议的方式维护法制统一、推动法制改革的法律行为。近十年来, 包括公益诉讼和公益上书在内的公

益法实践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通过法律寻求社会正义和推动社会变革的一场法律运动。但与公益诉讼主

要通过诉讼表达公众声音的方式不同, 公益上书主要是通过向具有合法性审查职权的国家机关提出有

关合法性审查建议的方式表达公众对有关法制改革的要求和呼声。目前学术界对于公益上书现象已经

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
这些研究对公益上书的功能、意义以及目前合法性审查机制的缺陷都有所论述。

本文的重点并不在于对公益上书进行抽象的理论阐释, 而是试图在对现有上书案件进行统计分析的基

础上, 从参与者和观察者的视角, 客观地分析该活动的发起者以及审查机关行为背后所具有的政治和

法律逻辑; 本文的一个核心发现是, 正是政治因素导致法律逻辑无法彻底贯彻, 并且导致中央审查机

关和地方审查机关对于同样的公益上书行为采取不同的态度。

126

法制与社会发展 (双月刊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第 4期 (总第 94期 )



一、公益上书: 新时代的变革呐喊

促成公益上书热潮的法律推动力主要是 2000年 �立法法! 的颁布。 2000年通过的 �立法法! 第

90条明确规定, 有关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

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 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

的建议 #。尽管宪法第 41条的批评建议权实际上也可以构成合法性审查建议的法律依据, 然而, 此

类建议的直接推动力却来自 �立法法 ! 第 90条的明确规定。该规定后来也成为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

确认公民和社会组织向国务院、地方人大常委会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制定机关提出合法性审查建议的权

利的依据。例如, 2000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的通知 ! 与 2002年

修订的 �法规规章备案条例! 都确认,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公民认为地方性法规

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 或者认为规章以及国务院各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

发布的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命令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 可以向国务院书面提出审

查建议, 由国务院法制机构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 按照规定程序处理。此外, 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

地方政府制定的绝大多数规范地方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

章也都确认了这种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审查建议权。

促使公益上书成为一种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现象的契机是 2003年三位法学博士就 �城市流浪乞讨
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法性审查建议以及随后国务院主动废除该行政法规的

事件。在此之前, 合法性审查建议作为公民建议的一种形式实际也并非鲜见, 个别案例甚至也曾见诸

报端, 然而, 这种建议当时并没有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也没有成为自觉的公益法行动方式。在笔者

搜集到的 2000年到 2008年之间见诸媒体报道并且主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提出的 48件合法

性审查建议中, 2000年有 1件, 2003年有 5件 (其中三博士上书后的上书有 4件 ) , 2004年和 2005

年各有 4件, 2006年有 15件, 2007年有 9件, 2008年有 10件。由此可见, 有关合法性审查的公益

上书热潮主要是发生在三博士上书事件之后。从此之后, 公益上书不仅成为公益法实践者自觉采用的

维护法制统一、谋求法制变革的有力法律工具, 而且也日益成为媒体和学术界热切关注的主题。

公益上书之所以能够成为公民和社会组织, 尤其是法律职业者 (包括律师、法律学者和法学专

业学生 ) , 热衷的公益法活动方式, 原因主要在于: 首先, 我国多元的立法体制导致法制不统一现象

极为严重, 而我国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合法性审查机制 (包括违宪审查机制 ) 又极不完善, 这既表现

在法院基于法律理论和现实权力的制约无法有效地对违反上位法的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合法性审

查, 也表现在拥有合法性审查权力的国家机关未能积极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合法性审查权力。在

这种情况下, 公民和社会组织通过向有合法性审查权力的国家机关提出合法性审查建议的方式自下而

上地推动和帮助其履行法定职责。其次, 目前我国公民进行有效政治参与的渠道还非常有限, 很多法

律改革仅仅依靠现有的政治程序很难迅速加以推动, 而公益上书是一种利用现有法律渠道和媒体推动

法制改革的公益法行动, 它既具有法律行动的属性, 同时也具有某种政治参与的色彩和效果, 因此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公民政治参与的功能。

近些年来, 由于不时有关于公益上书的报道见诸报端, 因此公众总体的感觉好像是, 各种公益上

书层出不穷, 不计其数。然而, 公益上书的总体数量事实上还是比较有限的, 笔者本人在媒体上总共

就只是搜集到 48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提出的合法性审查建议 ( 2000- 2008年 )。除了笔者

所在的北京市东方公益法律援助事务所提出的上书案例外, 其余的案例均来自纸面媒体或网络报道过

的上书案例。尽管数量有限, 但这些案例基本上已包含了曾经为媒体关注过的大部分上书事件。从这

些案例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到公益上书实践的一个概况。下面本文就从公益上书的依据、所针对的规

范性法律文件和上书者几个方面对这些上书案例作一个初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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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书的依据

公益上书的内容涉及面非常广泛。有些涉及宪法权利问题, 有一些则只是单纯涉及低位阶法律与

高位阶法律的冲突问题, 当然, 还有相当一部分同时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在 48件公益上书中, 上

书者声称违反宪法权利的公益上书共有 23件, 几乎占总数的 48%。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这些上

书涉及 �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 !、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公务员暂行条例 !、

�户口登记条例!、�物业管理条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关于进一步加强 ∀名录类# 出版物出版管理的通知 !、�工伤保险条例!、�选举法 !、 �土地

管理法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 !、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

养问题的决定! 等诸多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司法解释。

人们频繁地引用宪法条款, 特别是宪法权利条款, 说明社会对于宪法实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期

待, 对维护宪法权利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公益上书涉及某些重大的宪法权利问

题, 如选举权、人身权、财产权、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等。这种要求实施宪法和维护宪法权利的上

书无疑经常会涉及到某些领域的政治改革问题, 因此在某些人看来, 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

色彩。然而, 无论有人会对这些上书进行怎样的政治解读, 这些行为仍然是一种体制之内合法的法律

行动; 同时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 即就总体而言, 试图从技术上协调不同规范性法律文件冲突的

公益上书仍然占大多数。不仅那些不涉及宪法权利的公益上书如此, 即便是那些援引宪法的公益上

书, 同时涉及一般规范性法律文件冲突的也仍然占相当的比例。大部分援引宪法的上书一般都会同时

援引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依据, 单纯引用宪法的公益上书相对比较少见。

2. 上书所针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公益上书所针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大部分都属于构成我国法律渊源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很多上书

针对的不仅是一个规范性法律文件, 而且同时涉及构成某项法律制度的众多具有不同位阶的规范性法

律文件; 在某些上书中, 这类规范性法律文件可能多达几十个。例如, 2003年 1611公民联名提出的

针对乙肝歧视实践的上书就涉及 �公务员暂行条例 !、 �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 ! (人录发 [ 1994]

1号 ) 和全国 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制定的各种 ∀公务员体检标准 #。
在 48件公益上书中, 所针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包含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上书共

有 3件, 约占总数的 6% , 它们分别针对 �户口登记条例!、 �选举法 ! 和 �土地管理法 ! 的合宪性

问题。所针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包含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上书有 21件, 约占总数的 43�7%。
这些上书涉及 �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 !、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 �非法金融机

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 �公务员暂行条例!、 �物业管理条例!、 �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

损害赔偿暂行规定!、国发 ( 1978) 104号文件 (有关退休年龄规定 )、 �婚姻登记条例 !、 �工伤保险

条例!、 �公路管理条例 !、 �看守所条例!、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 �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
条例!、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

例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 !、 �食盐专营办

法 ! 等诸多行政法规。

所针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包含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公益上书共有 9件, 约

占总数的 18�8% , 涉及 �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 !、 �珠海经济特区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河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办法 !、

�湖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 !、�合肥市优化投资环境条例 !、�广州市城市房屋
拆迁管理办法! 等地方性法规。所针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包含地方规章的公益上书共有 5件, 约

占总数的 10% , 涉及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 !

(宁政发 [ 2006] 16号 )、 �福建省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通

知的实施意见! (闽政 [ 2006] 9号 )、�上海市房屋租赁管理实施办法 ! 和 �昆明市打击非法客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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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经营行为规定 ! 等地方规章。

所针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 包含部门规章的公益上书有 16件, 约占总数的 33�3%, 涉及 �国
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 �土地登记资料公开查询办法 !、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

办法!、 �铁路客运运价规则!、 �关于进一步加强 ∀名录类# 出版物出版管理的通知 !、 �机动车驾驶

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海关关于当事人查阅行政处罚案件材料的暂行规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 !、�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
规定&实施细则 !、�图书出版管理规定!、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 ! 等部门规章。包含最高人民法院颁

布的司法解释的公益上书共有 5件, 约占总数的 10%, 主要涉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和 �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两个司

法解释。另外, 包含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和地方政府部门制定的一般规范性文件各有 1

件, 分别涉及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 (试行 ) ! 和 �河南省物价

局、农业厅关于制定主要农作物种子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 的合法性问题。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公益上书挑战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 包含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上书比例几乎

占一半。在全国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 最为突出的又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的合法性问题。第二类最

容易受公益上书挑战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国务院各部门颁布的规章。地方人大及地方政府颁布的地方

性法规和规章虽然稍逊于部门规章, 但也仍然数量众多。

3. 上书的参与者

与公益诉讼一样, 公益上书的参与者也比较广泛。在 48件公益上书中, 大多数都是以公民个人

名义或以联合签名的方式提出的, 少部分是以单位的名义提出的。在以单位名义提出的上书中, 北京

市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的表现最为突出。截至 2008年底, 该所已经提出的上书多达 11件,

约占总数的 23%。在以公民名义提出的上书中, 以个人名义提出的上书有 18件, 占全部上书的

37�5%; 两人以上联名提出的上书也有 18件, 同样占总数的 37�5%, 其中 10人以上联名的上书有 7

件, 约占总数的 14�6%。从这些数据看, 以公民个人、公民联名和单位名义提出的上书都占有相当

的比例, 但相对而言, 以公民联名形式提出公益上书更加引人注目。

在公益上书的提出者中, 律师、法律学者和法律专业学生这类法律职业者提出的上书占有很大的

比例。在 48件上书中, 有明显证据显示有法律职业者参与的上书有 43件, 占上书总数的 89�6%,

其中明显有以律师身份参与的上书有 36件, 占总数的 75%。这些数据显示, 与公益诉讼一样, 尽管

公益上书的主体非常广泛, 但主力军毫无疑问是法律职业者, 尤其是作为民间法律职业者的律师。与

公益诉讼一样, 律师也是上书最为活跃的群体。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公益上书的法律性质和民间性

质决定的。

参与者的地域构成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 48件上书中, 有明显证据显示包含北京参与者

的公益上书有 31件, 占总数的 64�6%; 包含京外参与者的公益上书有 20件, 占总数的 41�7%, 当

然, 相当一部分以联名形式提出的上书中同时有北京和京外的参与者参与, 还有个别上书案例, 根据

媒体报道无从判断其生活的地域。这个数据也与公益诉讼的状况基本类似, 北京无疑是公益上书活动

最为活跃的地区, 它可以说引领着全国的公益上书活动。

从这些统计可以看出, 近十年的公益上书的依据、内容、范围和参与者都非常广泛, 但也显示出

下述显著特征: 引用宪法的多, 针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多, 联名上书的多, 律师参与的多。这些特征

既说明中国法制存在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同时也说明了公民 (尤其是法律职业者 ) 对推动这些法制

改革的热忱。然而, 这些特征也使得这些法律活动经常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一定的政治色彩, 从而使公

民的合法性审查建议活动以及国家机关的合法性审查行为从一开始就很难完全贯彻纯粹的法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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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声夺人: 上书者的行动策略

公益上书是人们将其发现并认为违反上位法的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件依法提交有关机关进行审查从

而促进有关法律修改或废除的法律行动。从法律的角度而言, 规范性法律文件冲突解决机制是任何国

家维护法制统一所不可缺少的, 因此处理这种冲突也应是有关机关的日常性工作。我国也不例外, 这

种机制在 2000年 �立法法! 颁布之前就一直存在, 并且并非全然不起作用, 只不过它几乎不受公众

的关注。无论它怎样运行, 是否有效, 都既无人喝彩, 也无人指责。同样, 公众偶尔提出合法性审查

建议性质的上书也并非不存在, 只不过在过去, 这些建议一般都是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提出的, 无论

提出者还是媒体都似乎没有将之公之于众的明确意识。

然而, 2000年 �立法法! 颁布之后, 尤其是 2003年三博士上书事件之后, 无论是上书者还是媒

体都开始逐渐将公益上书视为一种值得大书特书的法律行动, 因此上书开始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公益法

行动和媒体行动, 有关国家机关的态度和处理机制也逐渐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

公益上书开始成为公民向有关国家机关施加影响的重要法律手段, 它对于其所针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的制定机关和负有合法性审查职权的国家机关而言都开始构成一种社会压力    对于前者而言是直接

的挑战, 对于后者而言则意味着要冒让公众失望的风险。对于一个国家机关习惯于封闭运作并且通常

以权威主义方式管理社会的政府而言,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让其无法拒绝同时又较难应对的挑战。

对于上书者而言, 可以合法地对一贯以无可置疑的权威主义面貌行事的国家机关提出挑战无疑能

够带来公民主人翁的尊严感和挑战强者的英雄气概。在一个通常认为挑战政府会面临巨大政治风险的

社会氛围中, 能够看到有人可以合法并且比较安全地向政府的权威提出挑战, 中国公众无疑也能体验

到与上书者同样的兴奋和激情, 因此, 他们对于这类行为往往会不吝给予喝彩和掌声, 在某些时候,

甚至完全不关心这类挑战是否具有坚实的法律依据。

提出合法性审查建议既可以单纯以写信的方式静悄悄地进行, 也可以以向媒体通报的方式高调进

行。不通过媒体而单纯通过写信或寄送建议书的方式是无可厚非的。这种方式的好处是上书者对自身

的公益法行动可以保持低调, 既没有必要向公众暴露自己的身份, 也不至于让上书的内容成为公众议

论的焦点, 同时还可以避免公众对于上书者动机的怀疑。这种方式还有一个好处是, 这种方式往往受

到有关国家机关的偏爱, 因而也是一种在政治上比较安全的方式。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 即便是比较

敏感的法律质疑通常也不至于引发有关国家机关的特别关注。然而, 这种方式的一个致命弱点在于,

在国家机关几乎不对上书作任何公开回应的情况下, 上书很可能在没有激起一点波澜的情况下就石沉

大海; 不仅上书者对国家机关是否有反应毫不知晓, 而且公众对上书也无法表达意见, 因而根本无法

形成有效的社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 上书者很容易产生深深的挫折感。

正因为如此, 大部分公益上书者在可能的情况下都会选择通过媒体扩大自身行动的影响。对于这

种选择, 上书者可能基于几个考虑: 第一, 上书者认为自身的行动是一种合法的利国利民的法律行

动, 因此有必要让公众知道; 第二, 上书者清楚地意识到国家机关一般不会对自身的意见给予任何回

应, 因此无从知道国家机关是否会认真对待自己的意见并采取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 上书者没有必要

担心诉诸媒体可能会影响有关法律程序的公正性; 第三, 在确定地知道自己的建议可能被国家机关束

之高阁的情况下, 将自己提出的法律问题交由公众讨论至少可以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 引发社会对有

关问题的关注, 在可能的情况下还会对有关国家机关构成一定的社会压力, 从而最终促进问题的解

决。因此, 对于那些真正有志于通过公益上书影响法律改革的人而言, 通过媒体宣传自己的行为无论

如何是一种必要的选择。可以说, 在国家机关选择低调的模式下, 大部分上书者选择了高调。

众多的上书者往往在向国家机关寄送合法性审查建议书的同时就向媒体宣布自己的公益行为, 以

期引起媒体的关注, 如果实在没有引起媒体的兴趣, 很多上书者甚至选择自己在网络上予以公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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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上书行为通常都能引发媒体一定的关注, 有的还能引发持续的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当然, 这种

高调在带来媒体对上书内容关注的同时, 也引来了其对上书者自身的聚焦。很多上书者通过这种方式

获得了媒体很高的曝光率和知名度, 尽管这并不是所有上书者都乐意看到的结果。这也引发了某些公

众对上书者动机的怀疑和 ∀做秀 # 的指责。当然, 在现代这样一个功利社会, 任何通过媒体方式高

调宣传的行为方式都难免引发这种怀疑和指责。但值得庆幸的是, 总体而言, 这种声音还远不构成社

会的主流, 并且这种杂音总体而言并没有影响上书者诉诸媒体的热情和勇气。

在与国家机关的互动几乎无望的情况下, 通过媒体扩大影响几乎成了上书者的全部寄托。如果一

个上书无法得到大众媒体的报道, 对于很多上书者而言几乎就等于失败; 在媒体报道的旋风过后, 公

益上书虽然不能就算大功告成, 也至少可以说成功了一半。尽管在通常情况下很大一部分公益上书活

动都能得到某些媒体的关注, 然而, 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全部成为现实。随着公益上书活动的日益频

繁, 媒体对于这类活动也会逐渐出现视觉疲劳, 因此, 并非任何题材的上书活动都能激起媒体的报道

兴趣。公益上书活动只是一种一次性的活动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寄送建议书, 媒体除了能

够见到建议书的内容外并不能得到其他的活动证据 (如国家机关的反馈 ) , 它也无法像对公益诉讼的

报道一样可以随着诉讼的进程让媒体持续跟踪, 因此, 对媒体来说, 上书活动的新闻性并不如公益诉

讼那么突出。如果上书的题材缺乏新颖性, 上书活动就可能并不足以构成值得媒体关注的新闻事件。

因此, 在上书日渐成为时尚的今天, 上书者面临的烦恼可能已不是如何避免媒体的过度关注, 而是如

何能够引起媒体的关注。当然, 对于大部分上书者而言, 他们并不是在考虑媒体报道可能性的情况下

选择题材, 而是在既定的题材下考虑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发现可能存在法律冲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并

不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人们通常都是在自己的生活、工作中发现这类问题, 从而产生通过自己

的力量推动有关国家机关进行法制改革的愿望。

由于公益上书是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的, 并且通常需要通过媒体接受公众的评论, 因此, 上书者

在起草时一般都会充分考虑到国家机关、媒体和公众的可接受性。为了确保法律的专业性、语言和政

治上的可接受性, 法律职业者提出的上书通常会仔细地搜罗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上位法依据, 对所质

疑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法性进行详细的论证。某些上书者, 尤其是像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

那样的机构上书者, 在上书之前通常还会举行相关问题的专题研讨会, 以确保合法性建议书能够经得

起专业上的检验。除了专业上的考虑, 上书者通常也会注意语言和政治上的可接受性。为此, 上书者

经常会引用一些中央政府提出的某些政治话语, 以显示自己的良好意图; 尽量利用法律语言, 着重进

行法律分析, 从而确保上书的法律属性; 尽可能提出某些建设性的替代方案, 表明自己并非只是单纯

的反对者。所有这些最终都是为了避免上书题材被过度政治化, 从而导致自己的建议被有关机关束之

高阁, 被媒体避之惟恐不及, 或者导致上书者自身被贴上政治标签。当然, 由于题材的差异, 上书者

身份的不同以及专业素养的差异, 各种合法性建议书文本在专业上、语言上和政治的可接受性方面必

然会存在不小的差异。总体而言, 法律职业者的建议书文本通常会更强调法律的专业性。

在媒体的支持下, 尽管缺乏有关国家机关通过正式程序的回应, 但公益上书确实取得了某些积极

的结果。人们可以发现, 通过上书提出的某些问题最终也获得了解决, 至少获得了某些进展。例如,

尽管公众没有看到有合法性审查权的国家机关的公开回应和正式意见, 但他们确实看到, 三博士挑战

的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 被制定机关主动废除了; 1000多名公民提出的涉嫌对乙肝病

毒携带者歧视的涉及公务员体检标准的规范性文件很快得到了修改; 众多上书者提出的最高人民法院

有关死亡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涉嫌违反平等权的问题也取到了一定积极进展, 各地法院普遍开始以经

常居住地代替户籍作为计算赔偿额的标准。有些上书尽管没有看到直接的积极结果, 但是也确实引起

了公众和有关国家机关的关注。例如, 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提出的对 �食盐专营办法 ! 合

法性的审查建议在媒体报道之后就不仅引发了人们对食盐专营问题的关注,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

有关国家机关将食盐专营制度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当然, 更多被媒体报道过的上书的作用在于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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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有关国家机关提出了可能对将来法制改革具有促进作用的法律意见和建议。

当然, 推动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修改或废除并非是很多上书者的唯一目的, 他们也期望通过自

身持续不断的上书活动推动合法性审查机制的完善。随着上书的逐渐增多, 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开始在法制工作委员会下面正式设立了法规审查备案室, 专门负责处理备案和审查工作。为了完善内

部的审查工作机制, 2005年 12月 16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40次委员长会议修订了 �行政法

规、地方性 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 ! (简称 �法规备案审查
工作程序! ) , 此外还通过了旨在明确将司法解释纳入审查范围的 �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 !。

在上书者的持续推动下,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在回应公民上书方面也曾迈出破天荒的一

步。2006年曾有两位律师就有关养路费征收法规、规章的合法性问题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 媒体对

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广泛讨论。 2006年 11月 23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与国务院法制办

公室负责人就交通税费改革进展和公路养路费的征收等问题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向社会作了回应。该报

道称: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答: 最近, 法制工作委员会收到

了有的公民对收取公路养路费的法规、规章进行审查的建议, 并依照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及时与国

务院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 最后两个国家机关的负责人都对公民提出的合法性质疑提出的共同回答

是: ∀交通税费改革是依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 的授权, 由国务院决定分步骤进行的, 在燃油税

没有出台前, 各地仍按照现行规定征收公路养路费等交通规费, 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 1] 当然, 这

种回应并不是针对上书者本人的, 但这种回应仍然是一种破天荒的创举, 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都明确承认收到了有关公民的合法性审查建议, 并且表明两个机

关就此问题进行了沟通。不仅如此, 该回应还明确回答了公民提出的合法性质疑, 尽管给出的答案是

否定这种质疑。不过, 令人遗憾的是, 即使是这种公开回应, 后来也似乎没有再出现过, 它们又对公

民的其他合法性审查建议重新进入了沉默状态。

上述几个看上去比较成功的个案给后来的上书者带来很大的激励, 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

办的首次、也是迄今唯一的公开回应也曾大大提高了人们对于上书行动的期望, 然而, 在合法性审查

程序远没有演化为正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 上书者可能将仍然不得不在有关机关冷漠的表情下倾注自

己的热情, 并一次次地向社会发出自认为正义的呐喊。

三、沉默是金: 中央审查机关的行为逻辑

从上书者的视角出发, 负有合法性审查权职责的有关机关的形象并不是那么令人景仰; 在很多有

关合法性审查机制的讨论中, 它们的形象经常与 ∀消极#、 ∀不作为# 等形容词联系在一起。无论上

书者如何呼吁, 社会如何期待, 这些国家机关似乎仍然按照其特有的逻辑运行。它们虽然对于纷至沓

来的公民上书似乎来者不拒, 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又仍然保持一种 ∀来者不答 # 的态度。这种 ∀不

拒 #、 ∀不答 # 的 ∀两不# 政策难免引发人们对其行为的各种猜测: 也许公民的上书被认真研究了并

且确实对有关法制改革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也许它们最终都只落了个被束之高阁或弃之如敝履的下

场; 也许审查机关不公开回答仍然不妨碍其积极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合法性审查职权, 但也许它

们如此低调行事的原因只是在于它们基于某些原因根本不能公开并有效地履行有关的法律职责。

然而, 对于这种 ∀两不# 政策, 有关机关或许并不会完全予以承认, 现实中也确实有某些依据

和个案来证明这一点。例如, 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通过的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 ! (下简称 �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 ) 第 13条规

定, ∀法规审查工作结束后, 常委会办公厅负责将审查结果书面告知提出审查要求和审查建议的单位

或个人 #。从这一条规定似乎可以看出, 全国人大常委会至少会将审查的结果书面告知提出审查要求

和审查建议的单位或个人, 因此不仅不能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合法性审查奉行拒不回应的政策,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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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反, 它似乎从一开始就准备对各种审查要求和建议进行积极回应。另一个例子是上述提到的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一起对于两位律师提出的养路费问题合法性审

查建议提出的公开回应, 尽管这种回应并不是以一种直接针对建议人的方式进行的。此外, 在 2005

年国内媒体曾大规模报道的有关河北农民王淑荣提出的合法性审查建议最终促成 �河北省土地管理

条例! 修改的上书案例中, 尽管各种报道都没有显示王淑荣本人是否正式收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审查结果的书面通知, 但确实有报道称, 她在 2002年针对同一问题向国务院的上书中, 确实于 2003

年 1月 21日收到过国务院法制办对王淑荣建议的回信答复, 尽管这一答复并没有让她满意。 [ 2] 从

上述迹象似乎可以看出, 有关国家机关并没有完全奉行拒不答复政策。

然而, 这些零星的积极证据似乎并不足以否定人们对这些机关总体上奉行 ∀两不# 政策的怀疑。

�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 第 13条本身只是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内部程序规定, 并不具有法律的

效力, 因此根据这一条规定进行告知并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义务。而规定合法性审查建议权和

处理程序的 �立法法 ! 第 90条和第 91条对是否回应建议提出者以及如何回应这个问题并没有作任

何规定。因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执行 �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 ! 第 13条而实际奉行 ∀不答 # 政策
至少并不违法。此外, 由于规定不详细,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如何理解第 13条的 ∀法规审查工作结束

后 # 和 ∀审查结果# 的含义也完全取决于自己。�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 对于不同建议规定了极为

冗长的内部处理程序。先是常委会工作机构决定是否需要审查, 然后是专门委员会作出决定是否合

法, 并以此决定是否书面通知制定机关; 法律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还将对制定机关自身是否修改的意

见进行研究, 如果认为其存在抵触之处而决定不予修改, 则应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

撤销的议案, 最后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如果从广义的角度理解 ∀法规

审查工作结束后 # 和 ∀审查结果 #, 那么无论在哪个阶段,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内部机构对合法性

审查与否以及意见如何作出最终决定, 其都应该以书面方式告知提出合法性审查要求和建议的单位和

个人, 这也是人们希望应有的理解。例如, 如果作为内部程序第一步的常委会工作机构对建议进行研

究后认为不需要进行审查, 那么对这个合法性审查要求和建议而言, 就可以算 ∀法规审查工作结

束 #, 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就应将这个 ∀审查结果 # 书面告知提出要求和建议的单位和个人。
然而, 如果从最狭义的角度理解, 也可以认为只有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作出撤销涉嫌违法的规范

性法律文件的决定才算 ∀法规审查工作结束#。如果奉行最广义的理解, 全国人大常委会显然没有按

照 �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 第 13条的规定作出正式回应, 因为到目前为止, 鲜有证据证明它曾经

这么做过, 从笔者所在的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的上书经历也可以直接证明这一点。自 2005

年以来, 该所曾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提出 10多次公益上书, 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两机关的

正式回应。如果奉行最狭义的理解, 全国人大常委会则恐怕将极少有机会按照 �法规备案审查工作

程序! 第 13条作出回应, 因为迄今为止,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法性审查从未达到需要其专门作出撤

销决定的地步。

由于人们普遍感到有关机关对公民社会的上书实际奉行 ∀两不# 政策, 而有关机关对其合法性

审查的工作并没有公开必要的信息, 人们也似乎极少听说它们正式撤销过哪个与上位法相冲突的规范

性法律文件, 因此在很多情况下, 人们经常会怀疑有关机关是否有效地履行了自己合法性审查的职

权。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 毕竟如此众多的公益上书最终都如石沉大海, 音信全无; 在绝大部分情

况下, 即使对少数几个在人们看来最终显示了一定效果的公益上书, 人们也无从知道有关机关是否通

过其合法性审查权力发挥了一定影响力。例如, 在 2003年三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针对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的上书事件中, 人们似乎很快就看到了上书效果    国务院主动

废除了该行政法规, 从而引起社会一片欢呼。然而, 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 人们根本无从了解在这个

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通过合法性审查程序对国务院施加了影响。人们只能猜测全国人大常委会或

许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也很可能没有, 最后的撤销只是国务院自己主动回应日益高涨的民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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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公开资料看, 唯一一个有充分证据显示有关机关履行了法定审查职责从而导致有关规范

性法律文件修改的公开案例就是前面提到过的 2003年河北农民王淑荣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上书

事件。该上书成功实现了对有关地方性法规的修改。媒体是这么描绘这一过程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收

到王淑荣的信后, 经法律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和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共同研究, 认为 �河

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确实与 �土地管理法 ! 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不相一致。2004年

4月 5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致电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建议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对 �河北省土地管
理条例 ! 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立刻调查研究, 召开座谈会征求

意见, 同时河北省政府法制办也会同河北省国土资源厅认真分析, 得出结论: 王淑荣提出的意见正

确, �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 !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 应该修改。 [ 3] 从媒体的报道可以清

晰看出公益上书与地方性法规修订的关系, 也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合法性审查权的过程、方

式和结果。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 全国人大常委会至少一定程度上确实在履行着自己合法性审查的职权, 只

不过其低调的行为方式使得社会一般无从了解其工作的成效。上述这个例子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 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公开宣布撤销某项与宪法和法律相冲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这个事实并不能作

为证明其消极行使合法性审查的职权的证据。就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 合法性审查程序一般根本不需

要走到公开宣布撤销冲突的下位法的地步, 其原因在于, 根据 �立法法 ! 的规定, 在全国人大常委

会公开行使这一权力之前既设置了一个很长的预备性程序, 也规定了与制定机关的协商机制。在提交

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之前, 先由有关的工作机构和专门委员会作出判断, 如果认为存在抵触之

处, 它们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也可以由法律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

会议, 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 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

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 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即便在制定机关

拒不改正的情况下, 专门委员会一般还要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 由委员

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对于制定机关, 尤其对于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机关而言, 全

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意见一般都会得到尊重, 因此在绝大部分情况下, 制定机关对于自己制定的被专

门委员会认定与上位法冲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会 ∀自觉 # 予以修改或者废除, 因此这种书面审查

意见一般甚至都没有机会提交委员长会议, 更不用说作为议案提交正式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当然, 根据 �立法法 ! 第 91条的规定, 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也完全可以抛开与制定机关的协

商程序直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 并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委会

会议审议决定。然而, 事实上, 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是不太可能这么做的。在现有的体制下, 国家机

关之间的监督一般都不会轻易通过行使法律规定的正式权力直接进行, 因此在履行这一职能时以正式

权力的 ∀非正式运作 # [ 4] 经常成为首选的方式。 �立法法 ! 第 91条规定的冗长内部工作程序和协

商机制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合法性审查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空间。通过这种方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既能达到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立法的作用, 同时也不会因为正式权力的行使而伤及与其

他国家机关的和气, 从而维护国家机关的整体形象。这种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行为方式在目前情况

下既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 同时也符合我国国家机关的运作传统, 因此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是无

可厚非的。然而, 从社会和公众的角度而言, 这种正式权力非正式化的行为方式使得人们经常很难看

到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过程和结果, 从而引发人们对其是否在有效行使职权的疑问。这种方式也难以

不让人怀疑, 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内部工作机构是否会在权力博弈的过程中过

于容易与其他机关达成妥协。在权力行使缺乏透明性的情况下, 这种怀疑是不可避免的。

但问题就在于, 在有部分证据显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在履行合法性审查职权的情

况下, 为什么它仍然不能按照 2000年 �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 ! 的设想建立对上书者的回应机制

呢? 它为什么不向社会和公众展示其工作的成果从而消除公众对其是否有效履行合法性审查职权的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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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呢? 答案似乎也不难寻找: 全国人大会常委会 (包括其内部机构 ) 很难对所有公益上书都作出公

开回应。原因并不在于上书的数量太多 (笔者个人收集到的近 10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上

书总和也未超过 50件 ) , 而是上书涉及的政治和法律问题太多, 全国人大常委会事实上无法对很多

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法性直接作出判断。从笔者的有关统计可以看出, 在 48件公

益上书中, 上书者声称违反宪法权利的公益上书几乎占总数的 48% ; 所针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包

含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上书约占总数的 43�7%。这个数据充分说明, 有相当数量的上书不仅仅

涉及不同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技术性冲突, 而且涉及到众多可能涉嫌过多限制公民宪法权利的法

律、行政法规的合法性问题。在目前的体制下, 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说, 这绝对不仅仅涉及到对合法

性的法律判断问题, 而且还涉及到维护社会稳定和体制改革的政治问题, 因此绝对不适宜由其轻易作

出法律判断, 诸如涉及社团管理、户籍制度、劳动教养制度等问题的上书都是如此。对于全国人大常

委会来说, 目前适宜由其直接行使合法性审查权的更多局限在在技术上涉嫌违反法律的行政法规和地

方性法规 (尤其是后者 )。当然, 除了因为涉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而让全国人大常委会难以贸然回应

外, 也会因为遇到疑难的法律问题而如此。例如, 2005年由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提出的针

对 �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的上书就涉及到一个法律上的疑难问题。该条例某些规

定很明显违反 �道路交通安全法!, 但是 �立法法 ! 第 81条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可以对法律、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对于如何界定经济特区的 ∀变通权 #, 法律上并没有界定, 事实

上也很难立即作出界定, 因此对这种上书也只能作为进一步 ∀研究 # 之用。在面对这些一下难以克
服的难题的情况下, 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说, 无论对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件合法性如何作出判断都将面

临一个困难的局面, 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轻易作出法律判断, 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放弃履行其

法定职责为代价。

全国人大常委会面临的政治难题必然会对其建立回应机制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对于仅涉及规范

性法律文件之间技术性冲突的上书, 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相对自由地行使其合法性审查权力, 因此可

能也乐于将 ∀审查结果# 书面告知提出建议的单位和个人。然而, 问题就在于, 对很大一部分被上

升到政治高度的上书, 它既无法进行审查, 因而也无法将审查结果告知上书者, 在这种情况下, 对所

有上书都不直接进行回应可能是最合理的选择。如果按照原来在 2000年 �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 !

的设想建立对上书者的回应机制, 那么就事实上会形成这样一种正式的裁判法律程序: 合法性审查建

议人提出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    将审查结果告知建议人。这种正式的合法性审查裁判
程序当然是法律界所热切期望的, 然而, 却可能并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乐于见到的, 因为它由此将被

迫对其认为不适宜直接作出合法性判断的上书进行回应。可能正是基于这种后果的顾虑, 尽管 2000

年 �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 对回应机制作出了规定, 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却迟迟不愿创造一个直接

公开回应上书者的先例。

四、柳暗花明: 地方审查机关的变革

上面主要描绘了作为合法性审查职权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行为逻辑, 它奉行 ∀不拒#、 ∀不
答 # 的 ∀两不# 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无奈。行使合法性审查职权时可能面临的政治性难题迫使

它难以完全按照法律的规定严格行使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 它宁愿冒

着被社会和公众误解的危险而坚持实行 ∀两不 # 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面临的这种政治难题在短时
期内可能难以得到破解, 因此人们可能也很难期望其突然会改变其低调的行为作风, 突然开始建立有

意义的与上书者的互动机制。在建立有效的合法性审查机制 (包括违宪审查机制 ) 方面, 全国人大

常委会可以说被学术界寄予了最大的厚望, 然而, 问题也在于, 它要有效行使这种权力也是最困难

的, 因为毕竟它要更多地承担起违宪审查以及全国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法性审查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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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宪法和 �立法法 !, 国务院在审查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的合法性方面也承担着重要的职责。

尽管它同样会遇到某些敏感的政治问题, 然而, 这个难题无论在范围还是敏感程度上都难以与全国人

大常委会相比, 更何况它需要审查的对象主要还是下级行政机关的规章 (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规

章 )。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国务院基本上采取了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样的策略, 对于其行使合法性

审查权力的情况同样讳莫如深, 对于上书者同样没有建立反馈机制。制定于 2001年的 �法规规章备

案条例 ! 尽管规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具有向其提出合法性审查的建议, 但对建立反馈机制却

只字未提。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是人们提出公益上书的主要对象, 绝大多数有影响的公益上

书也都是向它们提出的, 因此, 在上书者和公众的心目中, 它们在合法性审查方面树立的形象就基本

代表了全国合法性审查机关的形象: 与公众热心的参与相比, 它们始终保持着一副令人失望的面孔。

然而, 值得庆幸的是, 中央合法性审查机关的形象事实上并不能全然代表所有合法性审查机关的

形象。根据宪法、�立法法 ! 和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 享有规范性法律文件合法
性审查职权的国家机关并不只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 地方人大常委会和地方政府在一定范围

内也享有类似的权力。这些地方国家机关的合法性审查实践很少为公众所关注, 绝大部分受到关注的

公益上书也并非是向它们提出的, 然而, 这似乎并没有妨碍其建立相关的制度, 也没有妨碍其在实践

上迈出可能比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更大的步伐。

据笔者调查, 迄今为止 ( 2009年 11月 20日 ), 全国至少有 18个省 �的省人大常委会专门制定了

规范省人大常委会或者各级人大常委会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程序的地方性法规。这 18件地方性法

规都规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提出合法性审查的建议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 在这 18件地

方性法规中, 16件都在不同程度上规定了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建议的回应机制 (只有重庆市与

河南省例外 ) , 其中 12件地方性法规将对建议者的回应作为合法性审查机关应予履行的法律义务, 4

件地方性法规 (广东省、江苏省、河北省和天津市 ) 只是规定合法性审查机关 ∀可以# 或者 ∀可以

根据需要# 将审查结果告知建议提出者。在 12件规定了强制性回应义务的地方性法规中, 10件还特

别规定了进行这种回应的时间期限。这些地方性法规一般都要求审查工作结束后十日、十五日或者二

十日内将审查结果书面告知建议人, 也有的要求合法性审查机关的工作机构或专门委员会在六十日内

对送交的规范性文件提出审查意见, 并将审查情况告知提出审查要求和建议的单位或者个人。

像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样, 在地方人大常委会收到公民建议书后一般也要经过比较冗长的内部处理

程序, 只有建议书在前一阶段被某一工作机构认可之后, 才可能进入下一个阶段。这就涉及到在哪个

或哪些阶段履行告知义务的问题。在规定了合法性审查机关强制性回应机制的 12份地方性法规中,

不同省份的做法并不一样, 但总体而言, 它们对合法性审查机关在不同阶段对上书的处理结果都作了

不同程度的规定。有的省份规定, 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收到公民建议书即给予回复收到情况, 有的则

规定只有有关工作机构认定无审查必要时或者认定不存在违法情形的才给予回复; 有的还特别规定,

在受到不属于自身审查范围的建议书时, 有关工作机构应该履行告知建议人向其他机关提出的义务。

但总体而言, 这些省份一般都至少会规定在审查工作结束后将审查结果书面告知建议人这样的义务。

在履行告知义务时一般还会涉及到告知的内容问题。在履行告知义务时, 有的省份只是规定, 在某个

程序阶段某个内部机构的审查结果是否定建议人的建议时, 只需要将这一结果告知建议人 (如宁夏、

云南 ), 但大部分省份的规定则更进了一步, 它们要求在否定建议人的建议时, 不仅要求将结果告知

建议人, 而且还要求向其 ∀说明理由 #。当然, 也有个别省份 (如福建 ) 规定在某个审查阶段的告知

需要说明理由, 有的阶段则没有如此规定。

在回应机制方面, 福建省和浙江省地方性法规的规定相对比较有代表性。 2007年制定的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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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分别是重庆市、天津市、青海省、河南省、甘肃省、浙江省、四川省、河北省、福建省、云南省、安徽省、山东省、江苏省、
广东省、湖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



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 ! 规定了三个合法性审查的回应机制, 它

们分别是: 常务委员会指定的工作机构认为无审查必要的, 报经秘书长 (办公室主任 ) 或者常务委

员会分管负责人同意后, 向提出审查建议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或者公民说明理由;

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收到常务委员会指定的工作机构认为不存在本规定第十条所列

情形之一的, 由常务委员会指定的工作机构告知提出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组织或者公民; 常务委员会指定的工作机构应当在规范性文件审查工作结束后十日内, 将审

查结果告知提出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或者公民。根据这个规

定, 在前两个审查阶段, 如果出现否定建议人建议的情况, 审查机关就有义务履行告知义务并; 在审

查工作结束后, 无论结果是肯定还是否定建议人的建议, 都有义务履行告知义务。这种规定可以有效

地克服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程序规定的回应机制的缺陷, 避免出现内部审查程序不进入最后阶段就不

给建议人回应的情况。

同样制定于 2007年的 �浙江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 ! 在回应

机制上也有一定的特色。它规定, 对于公民的建议, 合法性审查机构的接收登记机构收到审查建议后

十五日内, 应当将收到情况书面告知提出审查建议的单位和个人, 并进行研究。此外, 它还规定, 具

体审查机构应当在审查工作结束后十五日内, 将审查处理情况告知提出审查要求和建议的单位或者个

人。这种规定最大的特色在于, 它明确要求审查机关的工作机构在一定期限内必须向有关建议人确认

收到建议书的情况。这种规定目前在国内似乎至今仍仅此一例。这种回执信尽管只是程序性的, 然

而, 它能够让提出建议的公民和组织很快就确认有关机关收到自己建议的情况, 从而极大地增加建议

人的参与感。这种回执信与最后审查结果的告知函一道比较完整地构筑起了合法性审查程序的回应机

制。浙江省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规定是其对合法性审查工作的公开性要求。它特别规定, ∀县级以
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每年向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书面报告上一年度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

情况, 并向社会公开。# 这种对合法性审查工作情况的公开性要求在国内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创举。这

些年来, 公众之所以对合法性审查机构的工作缺乏了解, 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这些信息极度

缺乏公开性。浙江省的做法无疑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合法性审查工作树立了一个榜样。

在合法性审查工作方面, 走在中央合法性审查机关前面的似乎并不仅仅是地方权力机关, 而且还

包括某些地方行政机关, 至少从某些地方政府规章的规定看是如此。国务院的 �法规规章备案条例!

并没有对回应机制作任何规定, 但至少有 13个省� 的省政府规章要求对公民、组织向政府提出的合

法性审查建议进行回应, 它们或者要求行政机关 ∀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 建议人 (如甘肃省 ) , 或者

要求向建议人 ∀反馈审查和处理结果 # (如辽宁 ) , 或者要求对建议人提出的建议 ∀应当核实并给予

答复# (宁夏 )。其中某些省份还特别规定了履行告知义务的期限, 如河北省规定, 对合法性审查建

议书, 有关机关应在 60日内核查处理完毕, 同时将处理结果通知提请人; 河南省规定,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法制机构收到书面审查建议, 对属于本级人民政府管辖的, 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审查处理,

并在 30日内向建议人告知处理结果。

由此可见, 无论在建立对公民和组织合法性建议的回应机制方面, 还是合法性审查工作的公开性

方面, 很多地方合法性审查机关都迈出了比中央合法性审查机关方面更大的步伐。在中央合法性审查

机关没有将对建议人的回应作为责任和义务的情况下, 很大一部分地方合法性审查机关已经将对合法

性审查建议的建议人进行答复和回应作为其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 在中央合法性审查机关对其合法性

审查工作还刻意保持神神秘秘、讳莫如深之时, 很多地方合法性审查机关却开始大方地做出回应, 甚

至对有关的合法性审查的工作情况予以公开。尽管地方合法性审查机构的合法性审查工作并不受人关

注, 公众和媒体也很少注意到那些向这些机关提出的公益上书, 然而, 也有某些证据表明, 地方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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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安徽、甘肃、贵州、河北、湖南、辽宁、宁夏、山西、江苏、黑龙江、河南、云南和浙江。



性审查机关也确实已经在合法性审查工作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例如, 2008年,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共收到了 4件公民合法性审查建议, 根据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报告, 它应该以适当方

式对建议人进行了及时答复;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在 2009年 3月前共收到过公民合法性审查建议 6件,

其中 5件审查建议指向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省人大常委会的审查范围,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为此将这 5

件不予审查的理由告知了相关的建议人, 对另外一件则按规定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查。� 当然, 地方

合法性审查机关之所以能够在建立回应机制方面迈出比中央更大的步伐,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 它们

的合法性审查工作主要涉及地方性规范性的文件之间的冲突问题, 因此一般并不需要像全国人大常委

会那样面临难以处理政治难题。然而, 无论如何, 地方审查机关在法律上建立诸多回应机制的努力和

实践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到, 如果能够放下政治包袱, 那么我国的合法性审查制度也可以实现一定程度

的变革, 即便将来建立一个以充分保障公民合法性审查请求权为基础的完善合法审查机制也并非没有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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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of Action in Petitioning for Public Luterest

Huang Jin- rong

( Institute o f Law, CASS, Be ijing, 100720)

Abstract: Petition ing to the state organs concerned for the comparab ility rev iew of law s and regulations

has been an important form o f pub lic interest law actions fo r the civil soc iety to promote lega l reform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 Since quite a lo t o f pe titions concern ma jor issues such as enforcem ent o f constitutiona l

rights and are oftenmade pub lic through med ia, such lega l act ions can easily be po lit icized. The concern o f

po litics makes the competent central authorities take a passive attitude tow ards any formal response to the peti�
t ioners, wh ichmakes the pet itioners are evenmore dependen t on themed ia in advocating their petitions. How�
ever, the practices o f some local authorities inmak ing forma l response to the pet itioners show that the good in�
teract ion betw een the authorities and petitioners is a lso possib le once the authorities are re lieved of po litica l

concerns.

Key words: petit ion for pub lic interes,t comparability review, tact ics fo r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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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来自 2009年 3月 26- 27日在北京召开的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研讨会 ! 会议资料。


